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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乾陵陪葬墓的发掘是20世纪重要的

考古收获，其中发现的众多精彩壁画尤为引

人注意。在这批壁画中最常被引用的章怀

太子墓墓道东西两侧的壁画《客使图》（图

一；图二），自发表以来，迄今已40多年，

但是对于它的内容题材以及画中人物身份的

研究却长期没有降温。有关这两幅壁画解说

的各种不同观点纷至迭出。也有一些解释长

期被沿用，但是否确切，却罕有商榷。综观

以往的论述，我们认为判断这些壁画题材与

画中人物身份的根据，主要还是应该源自唐

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以求符合唐代实际的宫

廷政治状况与礼仪制度，从而加深我们对于

唐代墓葬制度的了解。而目前所见到的各种

有关解释却往往没有对相关文献记载深入考

察，致使一些观点与史实不符。有鉴于此，

谨将以往的有关观点汇集于下，并结合唐代

文献、壁画图像及有关考古资料对这些观

点[1]进行讨论与考证，以佐证我们提出的新

解释。

一、以往研究与历史图像学的
考证基础

目前所见众多论述中的主要观点可归纳

为以下几种。

1.早期观点中大多认为《客使图》描绘的

是各国各族使者来参加李贤丧礼时的哀悼情

景。仅张红娟提出《客使图》展示的是三省五

品以上官员正式进入麟德殿之前的交接[2]。

2.引导使者的唐朝官员，大多说为鸿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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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的官员，如王维坤认为东《客使图》中的

三位官员是鸿胪寺卿与少卿，西《客使图》

中三人则为鸿胪寺

典客令、丞[3]。樊

英峰认为东《客使

图》中的官员是门

下省的侍中（原文

误作士）与侍郎

们[4]。笔者在之前

的一篇小文中曾提

出同样的观点[5]。

张红娟则深入探讨

了鸿胪寺的职责，

认为东《客使图》

中的三位唐朝官员

是中书舍人、主客

郎中与门下省给事

中。孙机曾认为东

《客使图》中的这

三人是太子左春坊

“掌侍从赞相”、“以比侍中”的庶子或“以

比门下侍郎”的中允等人[6]。

图二  唐章怀太子墓墓道西侧《客使图》摹本
（引自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图四，《考古》1996年第1期）

图一  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侧《客使图》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图插页

第5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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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图中的各国使者，则有属于东罗

马、日本、新罗、靺鞨、高昌、大食、吐

蕃、粟特等说法，也有人对其中的一些说

法，如日本、高昌、东罗马等使者提出质

疑。其中除新罗使者衣饰特征比较典型可以

确定外，其他族属尚待更多论据加以确认。

这里，我们针对各家观点，就其中涉及

的两个主要问题做些讨论。实际上，这也是

关乎我们怎样认识与使用古代图像，怎样理

解古代文献中有关记载的基本问题。所以，

在讨论之前，首先谈一下在认识与释读古代

绘画时应考虑到的考证基础。

一幅古代绘画，尤其是描绘具体事件场

景的写实绘画，往往包含有丰富的古代文化

信息。但是，我们必须正确判定该绘画反映

的事件性质，才能正确理解绘画中所传达出

的各种具体文化信息。其次，我们还必须考

察这一绘画是原创还是根据粉本的复制，甚

至是会有所改动的多次翻制；是丝毫不差地

表现了所绘制事物的当时实际面貌，还是加

入了画家的自行删补发挥。由此才能找出真

正具有历史写实性的绘画因素，并通过它去

解释画作内容与历史真相。因为在古代绘画

中，也多存在着画家以自己时代的衣冠器物

去描绘前代古人生活场景的情况，或者画家

杜撰前代情景的情况，至于细节描绘上的删

减改动就更常见。早在《旧唐书·舆服志》

所引的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七月太子左庶

子刘子玄上议中就指出：“如张僧繇画群公

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阎立本画昭君

入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

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宫所

作。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7]批

评的是当时按照前人绘画去拟定礼服制度这

样的大事。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

也指出：“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

令公画昭君，已着帷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

代，帷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

也”[8]。杨泓曾归纳过古代历史画的情况。他

说：“现存于世的被今人视为历史画的作品主

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古代画家在创作时，

选用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所创作的绘

画。换句话说，画家当时的创作目的，就是

要画历史画。第二类与之不同，古代画家画

的是时事或当时的事物，保留至今。由于那

些画真实地描绘了画家所生活时代的人和事

物，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些画作是认识历史

重要的图像学史料，所以在今天也应该归入

历史画的范畴。……第二类因是当时人模写

当时的人物和景物，一般所绘服饰、器用、

建筑等能忠实于现实，基本能反映当时的历

史真貌。而第一类画作是后代人绘其前代的

历史人物和事件，囿于绘画者的历史知识和

创作态度。遗憾的是，自汉代起，因当时从

事绘画创作活动的画工和画师地位低下，文

化层次不够高，缺乏先秦时期的历史知识，

所以在从事历史题材的绘画时，常以当时的

服饰、用器的形貌来描绘古人”[9]。就是在强

调对古代绘画的具体分析与辨别。

即使是在当时的画家反映当时生活的

绘画作品中，其所表现的内容也会随着所要

表现的情景场合、画家的知识水平、认识与

写实能力等具体因素而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误

差。正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指

出的：“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

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

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

董、展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

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

不至’”[10]。所以，对这样的作品同样要作

深入具体的辨析与考证，才能确认它表现的

各种图像细节是否完整写实地符合了当时的

实际情况，从而正确认识它所表现的历史活

动与历史人物。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每一幅

古代绘画都看作是完全真实的、所有细节都

符合当时生活实际的写真。必须根据绘画的

作者、内容、历史活动场景等因素，结合史

料与其他文物去对所有绘画因素作出具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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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判断。而我们现在对于古代绘画，尤其是

墓葬壁画的研究中，这类深入细致的辨析做

得还很不够。

具体到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

首先我们要说，该墓葬壁画的作者肯定应是

当时官方的专业画师，属于将作监管理，具

有较高的艺术水平[11]。所以他们对于官员服

装、礼仪制度场面等具体事物的描绘还是比

较细致准确的。其次，由于章怀太子墓确切

的墓葬年代与墓志记载，可以认定《客使

图》是唐睿宗时的绘画。这一壁画基本上应

是当时画师的创作，至少也是当时画师根据

宫中记录外国来朝场景的绘画原本所作的摹

绘。在有关唐代绘画的文献记载中，有过类

似的职贡图，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称：“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

国图”。“至若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

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

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尽该毫

末，备得人情。二阎同在上品”。“《西域

图》、王知慎亦榻之。《永徽朝臣图》、

《昭陵列像图》传于代”[12]。由《历代名画

记》的记载，可知唐代对于外国来朝这样的

朝廷大典都会有画师进行记录性的绘画。而

这种绘画则应是逼真写实地表现了当时的场

景与人物形象，史料价值较高。

现存世的《步辇图》，传为阎立本所

绘，就是一个典型证据。近来学者考证认为

它是宋代的精摹本，那么也还是说它基本表

现了阎立本的原画面貌，其上官员的服装、

宫女的服装发式多具备隋代与初唐的时代特

征。也有人认为它不一定是阎立本的原作。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六六《步辇

图》中提出：“或以为唐代接见使者有一定

规矩，必在朝会中引见，不可能如此草率。

图中反映，若乍一出宫，迎面遭遇状。本图

或从传世《炀帝夜游图》及《职贡图》中截

取一部分拼合而成。原作即便出于唐人，时

代也必比阎立本晚些，而成于取消 韘七事

以后。甚至于开元、天宝以后，提法也可参

考”[13]。如果对比《新唐书·礼乐志六》中

有关唐代宾礼的记载，就可看出沈从文书中

引用的这一质疑很有道理。《步辇图》所表

现的场面并不是宾礼的正式礼仪场合，由此

可推测，当时画家（或即阎立本）对礼仪场

面进行了选择与剪辑，将唐太宗“外办”，

即从内宫行至太极殿御座的场景与吐蕃使者

在顺（承）天门外等待接见的场景拼合在一

起。显然是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而不是当

时礼仪的实际写真。但是所描绘的人物形

象、服装式样与使用器物应基本保持着当时

的具体面貌。而仅表现有关人物形象，不描

绘具体地点场面，则是《职贡图》一类绘画

的传统形式。《客使图》的构图与表现手法

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方式。由此我们推测，

《客使图》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服装饰物的

主要组成部分以及礼仪活动程式应基本符合

当时实际，但在细节上则可能限于表现手段

而有所简略。

下面具体讨论有关《客使图》的问题。

二、《客使图》与唐代帝陵
蕃酋石雕

首先要考虑，章怀太子墓中的这两幅

《客使图》，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活

动场景？

以往研究者大多因其绘于墓道之中，

就习以为然地将其看作是在表现墓主人的丧

礼场面。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详细梳理一下唐代壁画墓中的壁画装

饰内容及分布情况，就能看到在唐代壁画墓

中，基本上所有壁画都是表现墓主在世时的

生活场景，如常见的侍者、宫女、仪仗、列

戟、游猎、马球、商驼、宴饮、乐舞，以及

描绘建筑的双阙墙、城楼、门楼、影作木构

等[14]。仅有一些表现方术意义的图像，如四

象、仙人、天象等不直接表现生人活动和丧

礼场面，它们只是时人对宇宙神鬼的一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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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现，起到镇压辟邪的作用而已。

事死如生，这绝对是中国古代丧葬制

度中根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丧

葬活动，完全是复制人们在世时所享有的威

严、尊贵、财富、享乐等实际情况，既以此

彰显墓主的地位、德行与社会影响，表现家

属的孝道与思念之情；又要在墓葬建设中实

现一个精神寄托，即为死者营造一种死后与

生前同样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不认为古

人会在墓中塑造死者葬礼的场面。但是，将

墓中壁画、砖石雕刻中的部分内容说成葬礼

场面，却往往是研究者们乐于采纳的解释。

我们无意一概否定这种解释，仅希望能结合

考古发现、有关文献记载与深入考察结果去

实事求是地解释考古现象。

实际上，如果我们肯定《客使图》的

画家在所绘人物服饰上是基本真实地反映了

当时的具体影像，那么仅通过画面上人物的

服饰就能确切证明这一场面不是在举行丧

礼。因为在古代丧礼时，所有人员都必须穿

丧服，按照唐代礼仪文献记载，丧礼中要穿

素服，即身着白色的衣裙、戴黑介帻、穿黑

履。如《旧唐书·舆服志》载：“皇帝为诸

臣及五服亲举哀，依礼著素服”。《大唐六

典》记录天子服装时称：“黑介帻、白纱单

衣、白裙襦、革带、素袜、乌皮履，拜陵则

服之”[15]。各级官员的素服应与此类同。而

《客使图》上的官员却身着绯衣，明显不属

于丧服系列。这种不符合唐代礼仪制度的现

象应不会在如此高等级的墓葬中出现。因

此，称之为丧礼实地场景的说法从根本上不

可能成立。

既然不可能是表现丧礼，那么，能够出

现外国使者或首领的礼仪场面就只有唐代五

礼中的宾礼了。《大唐六典》载：“二曰宾

礼，其仪有六：一曰蕃国王来朝，二曰戎蕃

王见，三曰蕃王奉见，四曰受蕃使表及币，

五曰燕蕃国王，六曰燕蕃国使”[16]。由于

《客使图》中出现的外国（异族）人物并没

有随从、侍卫等，其仪表、姿态也不似一国

君主，故最大的可能是“受蕃使表及币”或

“燕蕃国使”这种宾礼仪式场面。

关于接见外国君主与使者的宾礼，《新

唐书·礼乐志六》中有详细记载，为协助判

断起见，谨择要转录于下。

二曰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

者。……蕃主奉见。前一日，尚舍奉

御设御幄于太极殿，南向；蕃主坐于西

南，东向。守宫设次，太乐令展宫县，

设举麾位于上下，鼓吹令设十二桉，乘

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典仪设

蕃主立位于县南道西，北面；蕃国诸官

之位于其后，重行，北面西上，典仪位

于县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

西面。诸卫各勒部，屯门列黄麾杖。所

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门外，就次。本司入

奏，钑戟近杖皆入。典仪帅赞者先入，

就位。侍中版奏“请中严”。诸侍卫之

官及符宝郎诣阁奉迎，蕃主及其属各

立于阁外西厢，东面。侍中版奏“外

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

出。舍人引蕃主入门，舒和之乐作。典

仪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

制降诣蕃主西北，东面曰：“有制”。蕃

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

中还奏，承制降劳，敕升座。蕃主再拜

稽首，升座。侍中承制劳问，蕃主俛

伏避席，将下拜。侍中承制曰：“无下

拜”。蕃主复位，拜而对。侍中还奏，

承制劳还馆。蕃主降，复县南位，再拜

稽首。其官属劳以舍人，与其主俱出。

侍中奏：“礼毕”。皇帝兴。若蕃国遣使

奉表币，其劳及戒见皆如蕃国王。庭实

陈于客前，中书侍郎受表置于案，至西

阶以表升[17]。

唐代宾礼进行的地点，在长安宫城的

承天门至太极殿一线。《唐两京城坊考》

卷一记载：“宫城……正南承天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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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改曰承天

门）……若元正、冬至，陈乐设宴会，赦宥

罪。除旧布新，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

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18]。可见宾礼是国

家最隆重的重大典礼之一，放在宫城南面的

正门与正殿进行。张红娟认为《客使图》所

表现的是在麟德殿接见使者的场面，这一观

点则不符唐代史实。由于画面上并没有具体

背景，而上引《新唐书·礼乐志六》有关宾

礼的介绍中又指明使者等待及受引领的位置

是在承天门外。从《唐两京城坊考》所附的

西京宫城图可知，承天门为宫城南面正门，

它与正殿太极殿之间还有嘉德门、太极门两

道宫门。可见引领使者这样的场面不会出现

在太极殿中。即使如张红娟所说，龙朔二年

（公元662年）后唐代政治核心转移到大明

宫。按照礼仪制度，类似场面也应发生在大

明宫的正宫门——丹凤门，以及丹凤门至主

殿——含元殿之间，与大明宫中偏于西侧，

用于帝王日常视事与私宴的麟德殿无涉[19]。

史载武则天曾在麟德殿宴请吐蕃使者，但那

应该不是礼仪制度的规定，而是为了笼络吐

蕃，显示亲近而做出的特殊待遇[20]。专门载

入史书正说明了这是一则特例。

根据《新唐书·礼乐志六》对于宾礼礼

仪过程的记录，可看出蕃王及蕃使入觐的程

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将蕃主或蕃使引至承

天门外所设县南道西的立位等候，第二步是

将蕃主或蕃使引至太极殿外阁外西厢东面站

立等候，第三步是将蕃主或蕃使引入殿中参

见皇帝行礼。而东《客使图》中所表现的，

很可能就是第二步的过程。

确定画面内容涉及宾礼后，就引出又一

个问题。综观现在可见的唐代墓葬壁画，章

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是独一无二的。为

什么在众多太子、王子墓葬中，仅章怀太子

墓绘制这一组壁画？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人予

以考虑并作出解答。我们认为，章怀太子墓

中的这组壁画具有独特的含义，与历代唐帝

陵前树立的蕃酋石像具有类同意义。

自唐太宗昭陵的建筑开始，历代唐帝的

陵墓中，蕃酋（或称蕃君等）石像都是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王子云在20世纪40年代调

查唐十八陵时，就把乾陵的蕃酋像称作客使

像，并推测是武则天“利用高宗安葬时各邻

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来的致吊送葬使臣

来长安的机会，特令雕工把他们一一雕出列

置于陵前以助威仪的”[21]。刘庆柱、李毓芳

在20世纪80年代调查唐十八陵，提及有蕃酋

雕像的陵墓包括昭陵、乾陵、定陵、泰陵、

崇陵、庄陵、简陵7座。并称昭陵存“蕃

君长像”、乾陵存“蕃臣曾侍轩禁者像”

（按：该称呼源自《封氏闻见记》，称太宗

陵“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禁者

一十四人像，皆刻其官名”。称乾陵存“蕃

臣曾侍轩禁者像”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余

为“蕃民像”[22]。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又陆续在对定陵、桥陵、建陵、光陵、贞

陵、章陵、简陵、靖陵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有

数量不等的蕃酋像，在昭陵、乾陵、泰陵、

桥陵、崇陵、庄陵、贞陵、端陵等地发现了

当时陵区中安放蕃酋像的建筑遗址。说明在

唐代陵园中树立蕃酋石像是固定的礼仪建筑

组成形式。根据残存石像衣饰可判断其中有

北方游牧民族、西南民族、西域或中亚民

族、南亚民族、朝鲜半岛民族等[23]。有些保

存较好的石人更可凭借上面残存的石刻铭文

确定其身份族属，如乾陵石人背后字迹尚存

者有朱俱半国王斯陀勒、于阗王尉迟敬、吐

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吐火罗叶护咄迦十姓

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默啜使移力贪

汗达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故大可汗骠骑

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毗陵都护阿史那弥射、

故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靳、故左

武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斯、故左威

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处木昆屈律啜阿史那盎

路等。

那么，在唐陵中普遍设置的蕃酋石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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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什么呢？是像王子云所言“利用高宗

安葬时各邻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来的致

吊送葬使臣来长安的机会，特令雕工把他们

一一雕出列置于陵前以助威仪的”吗？

其实不然。我们认为这些蕃酋石像，并

不是来参加葬礼的吊祭使臣形象，而是这一

帝王在世时重要的外事活动有关人物。如帝

王曾经接见过、来唐朝访问或请求封赠的外

国君主及使节形象，虽然未曾入觐、但曾经

降服于该帝王的外族首领形象，以及归顺唐

朝并为之服务的民族首领形象等。将这些人

的形象排列在陵墓之前，表现唐朝该帝王在

世时代表国家进行的外交活动与对外武功，

彰显大国威仪。

这样的做法自唐太宗昭陵始创，葛承雍

曾撰文分析昭陵石人，“就石人背刻名爵来

看，任唐朝将军、大将军职者八人，其余为

本国王号或可汗号，其中有四人从未入过长

安，二人为陪葬者，不能统称为被征服者、

归化者，其目的是：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

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

状，而刻其官名”。并认为这种石像的设立

受到突厥习俗的影响，是西域广泛分布的草

原石人在中原葬俗中的反映[24]。

我们且不说在古代的交通与信息传播

条件下，散布于万里之外的各国能否及时派

遣使者来参加葬礼，仅以在唐陵前树立的石

人中出现过在该帝王下葬时早已去世的外国

（外族）首领姓名就可否定石像是参加葬礼

的使者形象。如乾陵石像题名中有“故大

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毗陵都护阿史

那弥射、故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

傍靳、故左武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

斯、故左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处木昆屈律

啜阿史那盎路”等，显然他们已经过世。这

样的人物怎么会出席在葬礼仪式中呢？

因此，在唐陵前整齐排列的“蕃酋

像”，作为表现唐朝国家外交影响与大国威

仪的实际政治活动象征，并不是直接表现参

加丧礼的外国（外族）首领与使节，或者

助葬者之类。章怀太子墓中的这两幅《客使

图》，表现的正是相同的礼仪意义。章怀太

子李贤与唐代各帝王的其他未继位太子具有

一点根本上的不同。他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为太子，曾在仪凤四年（公元679年）

唐高宗在东都时任监国，实际管理过国政

（见《旧唐书·高宗纪》）。而接见四夷君

长使臣是重大的国家外交事务，应是帝王的

职责，未继位未监国的太子一般不应参与。

李贤在监国期间，则有可能主持这类活动。

监国在唐代政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唐

代历史中，多位皇帝在即位前，都有担任监

国的经历，如唐高宗、玄宗等。而在唐睿宗

之前，没有继位皇帝就死去的太子中，具有

监国历史的仅有被谥为孝敬皇帝的高宗太子

李弘与章怀太子李贤。我们目前在唐代诸太

子、王子、公主的墓葬中都未发现类似的

《客使图》，正说明这是出于章怀太子区别

于他人的监国特殊身份。由于章怀太子墓葬

属于乾陵陪葬墓，不可能在墓前单独树立蕃

酋石刻，只能转而在墓中绘画予以弥补。可

见这组图画是用来彰显李贤监国时进行的外

交活动与大国威仪，具体来说，就是用宾礼

等国家大典场面来表现李贤独特的监国历

史，而不是表现丧礼及下葬场面。因此，它

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将其解读为在某

一地点、某一时间举行的具体礼仪活动都是

不适当的。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客使图》应

不是在章怀太子首次下葬时绘制，而是在其

王妃房氏袝葬时打开其墓葬重新绘制的。

李求是在《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

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房氏灵柩是从第四

天井（由南向北）东壁凿穴进入墓室的。就

在这次合葬时，将前甬道以后的壁画重新进

行了绘制。至今二次绘制的痕迹仍可清楚辨

认。……第二次重新绘制，应视为在追赠

皇太子后，为使壁画符合其身份的一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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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25]，似乎认为墓道中的壁画没有重新绘

制。而陕西省乾县乾陵文物保管所在《对

〈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

几点意见》中则纠正为：“我们曾走访章怀

太子墓的发掘者赵学谦同志，据说，他在发

掘第三天井时，其中夯土很乱，深度在5米

以下，仍有砖瓦发现，但又未发现盗洞痕

迹。当时尚未发掘墓道，因此，根据扰乱情

况，初步推断房氏灵柩有从此天井吊下去的

可能性。但在墓道发掘后，发现有两层壁

画，发掘者就把此初步设想推翻。这一情况

说明，在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公元711年）

房氏与李贤合葬时，李贤已经被追封为章怀

太子，为符合其太子身份，曾将其墓道至

后室的全部壁画都重新绘制过一遍。……

该文的说法，可能只是根据发掘初期的传

闻”[26]。可证《客使图》为袝葬时重新绘制

的实际情况。在该墓葬中，同时出土两件墓

志，一是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李贤被平

反迁葬乾陵时刻写的，其中明确记载：“神

龙二年，又加制命，册赠雍王。……乃敕金

紫光禄大夫行卫尉卿上柱国西河郡开国公杨

元琰正议大夫行太子率更令骑都尉韩国公贺

兰琬监护丧事，册封司徒，仍令陪葬乾陵。

以神龙二年七月一日迁窆”。二是景云二年

（公元711年）李贤妻房氏下葬时重新刻制

的，志中称：“景云二年四月十九日，又奉

敕追赠册命为章怀太子。重海之润，更流于

夜台；继明之晖，复明于泉户。妃清河房

氏……即以其年十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窆

于太子之旧茔”[27]。证明章怀太子墓始建于

神龙二年，现在所见的墓葬形制即是当时形

成的。但当时李贤只是被封为雍王，墓葬形

制与绘画都是按照亲王的规格建造，明显低

于同在乾陵陪葬的懿德太子墓。而后在景云

二年，唐睿宗将李贤追赠为章怀太子，依照

唐代严格的礼仪制度，自然要表现对死者的

皇恩浩荡，提高墓葬的等级。原来的墓葬形

制显然不符太子身份。但是可能限于条件没

有重新营造陵墓，只在王妃袝葬时对墓道中

的壁画重新绘制，加上了表示监国太子身份

的新壁画内容。《客使图》就是这种修缮的

产物。

三、《客使图》中唐代官员的
服装与身份

现存《客使图》分为两幅，分别处于

墓道的东、西两侧。两幅图各有三名唐朝官

员，分别引导三名外来使者。东《客使图》

上的三名官员雍容文雅，上身是袖子宽肥的

红色上衣，领口、袖口都镶有黑色宽边，上

衣一些领口中露出白色的纱单衣领沿。下

身穿白色的长裙裳，裙裳下摆缀有黑色的裙

裾。裙裾上面精心做出无数细小的折裥。

腰中束宽革带，腹部前面悬垂一条窄长的蔽

膝，腰后垂有长及地面的彩色宽带——纷。

足穿黑色笏头履。头戴黑色的巾帻，外面罩

有黑纱制作的武弁大冠。这种服饰应是唐代

官员的礼服——朝服。而对照文献记载，则

发现这套衣着与唐代官员的朝服组成虽然基

本一致，但仍有一些细节的不同。《旧唐

书·舆服志》载：“朝服：冠、帻、缨、簪

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领、襈、裾、

白裙襦、革带、钩 、假带、曲领方心、绛

纱蔽膝、袜、舄、剑、珮、绶。一品以下，

五品以上，陪祭、朝、拜表大事则服之”。

次于朝服的礼服称公服，“公服，冠、帻、

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钩

、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一

品以下，五品以上，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

之”。《新唐书·车服志》中的记载与此基

本相同，但称：“具服，五品以上陪祭、朝

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并多了

“（黑）袖”和“纷、鞶囊”几种成分，另

增“双佩、双绶”和“六品以下去剑、佩、

绶”。又称：“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

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

也多了“双佩”，并载“六品以下去纷、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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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双佩”。《大唐六典》卷四对朝服的记

载则多了“褾”，亦称“双珮、双绶”。对

公服的记载中同样增加了“双佩”。可见

《新唐书》的记载与《大唐六典》相近，应

是北宋时期文献的基本面貌。与文献记载相

比，东《客使图》官员的这套礼服比朝服缺

少了剑、珮、绶等明显的佩饰，而佩戴了公

服要求佩戴的纷。但与公服相比，却多了白

纱中单、皂领、襈、绛纱蔽膝这些朝服所必

需的衣饰。

从衣着来看，无论是朝服还是公服，

这三人都应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因为其服装

中具有明显标志等级的“纷”。据上引文献

记载，六品以下的礼服就没有绶或纷了。另

一件可明确表明官员职属的服饰就是头上的

武弁大冠。唐代规定，除武官外，门下、中

书、殿中、内侍省和太子诸坊等部门的官员

才可以戴武弁大冠。《旧唐书·舆服志》

载：“武弁，平巾帻（侍中、中书令则加貂

蝉，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皆武官及门

下、中书、殿中、内侍省、天策上将府、

诸卫领军武候监门、领左右太子诸坊诸率及

镇戍流内九品以上服之”。而其余文职官员

则戴进贤冠等。这样，结合《旧唐书·职官

志》等文献记载，就能大致确定他们的职

官了。

很明显，根据礼服来看，他们不是鸿

胪寺的官员。因为所戴武弁大冠限定了这

一点。上文已述，这幅图画描绘的是宾礼

场面，他们是在接待或引领来朝见的外国使

臣。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唐代官员职掌与礼

仪制度来考察这些官员的身份。

孙机也是根据他们的衣着和章怀太子的

太子身份，认为这三人是太子左春坊“掌侍

从赞相”、“以比侍中”的庶子或“以比门下

侍郎”的中允等人（太子左春坊，左庶子二

人、正四品上，中允二人，正五品下）。这

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综合墓葬壁画的

情况，结合文献记载，提出另一种看法与大

家商榷。我们认为他们应是门下省的黄门侍

郎与中书省的中书侍郎等执事官员。首先，

我们还无法确定太子左春坊的官员具有负责

接待引见四夷君长的职责，现有唐代文献中

尚无有关记载。而门下省的侍中、侍郎官品

为正二、三品，职司中正有奉诏劳问朝见的

四夷君长一项。其次，在这类国务活动中，

按照职司，负责引领的也应是中央政府门下

省的官员，《大唐六典》卷二十八“太子左

春坊”条下有一句说明：“若皇太子监国，

事在尚书省者，如令书之法”。则表明太子

监国时，三省六部依旧各行其职。太子左春

坊只是一个中转机构，劳问朝见的四夷君长

仍应是门下省的职务。

而且我们梳理唐代文献中记录的唐太

宗、高宗与武后时期官员的任职情况后，发

现一个当时的任官特点，即很多任职太子

左、右庶子的官员往往是兼职，其本职一般

是黄门侍郎（即后来的门下侍郎）、中书侍

郎及其他掌管中枢事宜的官员。例如，《旧

唐书·薛元超传》：“授黄门侍郎，兼检校

太子右庶子。……永隆二年，拜中书令，兼

太子左庶子”。《旧唐书·王珪传》：“迁

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旧唐书·杜

正伦传》：“累迁中书侍郎……寻加散骑常

侍、行太子右庶子。……复授中书侍郎，仍

兼太子左庶子”。《旧唐书·马周传》：

“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旧唐

书·李敬玄传》：“咸亨二年，授中书侍

郎，余并如故。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行

吏部侍郎，依旧兼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

三品。……上元二年，拜吏部尚书，仍依旧

兼太子左庶子，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三

品”。《旧唐书·李义琰传》：“上元中，

累迁中书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

下三品。章怀太子之废也，高宗慰勉官僚，

尽舍罪，令复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

谢恩，义琰独引罪涕泣。时论美之”。《旧

唐书·许敬宗传》：“权检校黄门侍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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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旧唐书·李

义府传》：“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

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显

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旧唐

书·王方庆传》：“凤阁侍郎，依旧知政

事。……及中宗立为东宫，方庆兼检校太子

左庶子”。《旧唐书·韦安石传》：“久视

年，迁文昌右丞，寻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

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旧唐书·唐

休璟传》：“迁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

品。……寻转太子右庶子，依旧知政事”。

特别是根据《旧唐书·李义琰传》的记

载，可知调露二年（公元680年）章怀太子

被废黜时，当时的太子左右庶子正是薛元超

与李义琰，他们都是以其他职官（中书令与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庶子的。

由此可推定，如果绘制《客使图》的目

的是要表现李贤监国时所进行的宾礼场面，

那么这些官员即使是兼职太子左右中庶子等

东宫官员，也应是以中书、门下侍郎等中枢

行政官员的身份出现在《客使图》中。

张红娟通过对鸿胪寺职掌的分析，否

定了以往认为这些官员属于鸿胪寺的观点，

并从官员着绯与正规朝会场合的角度出发，

认为“画面中间的这位应是中书舍人（五

品），正向他前方的从五品主客郎中和左

前方的正五品给事中（背对我们）进行介

绍”。这是一个进步。但从文献记载来看，

这些判断与实际情况仍有出入。据《旧唐

书·职官志二》记载：“中书舍人六员，正

五品上，……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

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

画”，说明中书舍人是掌管文书，作文字工

作。而引领朝见等仪礼活动，则是中书省通

事舍人的职掌。《旧唐书·职官志二》载：

“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掌朝

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近臣入

侍，文武就列，引以进退，而告其拜起出入

之节。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

之”。虽然按照职掌，画面上可以有通事舍

人的出现，但通事舍人位在五品以下，与画

面上着绯衣礼服、佩纷的官员身份不符。而

主客郎中属尚书省礼部，按照上引《旧唐

书·舆服志》，是不能戴武弁大冠的。至于

属于门下省的给事中，正五品上，虽然可着

绯衣、戴武弁，但是其职掌也以处理文书为

主，“陪侍左右，分判省事”，朝会引领恐

不是他们的职责。

西《客使图》上的三名唐朝官员穿着

的则是一套唐代官方规定的官员常服。他们

头戴高顶幞头，上身穿大袖红色短褶，有臂

褠，下着大口裤，脚登乌皮靴。这套服装应

是唐代官员公务时的常服，即与平巾帻配用

的袴褶服。《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平

巾帻，簪箄导，冠支，五品以上紫褶，六

品以下绯褶，加两裆縢蛇，并白袴，起梁带

（五品以上，金玉杂钿。六品以下，金饰隐

起）。靴，武官及卫官陪立大仗则服之。若

文官乘马，亦通服之，去两裆縢蛇”。《新

唐书·车服志》记载：“平巾帻者，武官、

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

大口袴，乌皮靴，白练裙、襦，起梁带。陪

大仗，有裲裆、縢蛇。朝集从事、州县佐

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

之，有绯褶，大口袴，紫附褠。文武官骑马

服之，则去裲裆、縢蛇。袴褶之制，五品以

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

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

品以上碧”。西《客使图》上的官员服饰正

与上引文献所载大部分相同，可见这三名官

员所着即平巾帻服式，但没有两裆、縢蛇。

因此，应属于文官系列。但是上述文献记载

也有所出入，根据《旧唐书·舆服志》“六

品以下绯褶”的记载，这些人属于六品以下

的文官。而《新唐书·车服志》称“三品以

上紫，五品以上绯”，则此三人应是五品以

上的官员。参照其他文献及唐代服饰等级情

况，似以《新唐书》所载为正。即这三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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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为五品以上的文官。而其他区分身份的饰

物，如金玉饰带则无法从画面上辨识，仅可

凭借服色来判断了。

平巾帻这套服装可能是唐代前期官员比

较常用的制服。出土文物中，有一些在较高

等级墓葬中出土的“文官俑”，表现的就是

这套服装。如西安唐神功二年（公元698年）

独孤思贞墓、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独孤

思敬墓等出土的“文官俑”，头戴平巾帻，

上身穿宽袖短褶，衣襟不过膝，下摆缀有流

苏，下穿大口袴或裙，双手对拢在臂褠中，

足登笏头履[28]。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所藏的

一件“文吏俑”，衣着相同，足登靴[29]，就

更加与上引文献的记载相符。但西《客使

图》中官员的这套服装也有与文献记载不同

之处，就是他们戴的不是平巾帻，而是圆头

巾子，或称幞头。这种变化，或可用《新唐

书·车服志》中记载“武后擅政，多赐群臣

巾子、绣袍，……至中宗又赐百官英王踣样

巾，其制高而踣，帝在藩时冠也。其后文官

以紫黑絁为巾，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则有

罗巾、圆头巾子，后遂不改”来解释。时代

亦相符。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一卷《论

衣冠异制》亦云：“自古衣冠之制，荐有变

更，指事绘形，必分时代，衮冕法服，三礼

备存，物状实繁，难可得而载也。……唐太

宗尝服善翼冠，贵臣服进德冠，至则天朝以

丝葛为幞头巾子以赐百官。开元间始易以

罗，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朴巾子，至

唐末方用漆纱裹之，乃今幞头也”[30]。

对比东、西两幅《客使图》，会感到不

大协调。东《客使图》上面的官员穿着极为

庄重的礼服——具服，在进行国家大礼——

宾礼。但西《客使图》上的官员所穿着的却

是用于日常公事及一般朝会的常服[31]。如果

将两幅《客使图》看作是同一个礼仪场面，

那么，进行这种国家大典时，与会官员应都

穿着属于同一制式的礼服。不同的服装，也

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东、西两幅《客使

图》表现的是同一个宾礼场合吗？或者说，

西《客使图》会不会是表现了另一种礼仪

活动？

如果仔细查看西《客使图》上被引领

的三名异族人士，就会发现一些细节值得注

意，它们或许能让我们得出另一种解释。

西《客使图》上三位外族人士的族属

或国别，以往说法有大食、突厥、吐蕃、粟

特、高昌等几种。总之都是来自西北各国的

使者。如果从其形象上的民族特征与服饰来

看，这些人属于西北各族当极具可能。而是

否为外国使者，则尚可商榷。我们考虑，他

们是否属于降服唐朝的异族人士，或是称臣

于唐朝的少数民族首领，即“蕃臣曾侍轩禁

者”。他们所穿服装中有翻领的窄袖袍服，

是唐朝内地也曾流行过的胡服式样，而前两

人所穿圆领小袖的袍衫，更是唐朝流行的官

员常服。它们与东《客使图》上三位外国

使者的服装形成明显的对比。特别需要注意

是，西《客使图》上三位异族人士中有两人

手持笏版，而东《客使图》上的异族人士则

无人手执笏版。这实际上应是一种身份上的

区别象征，即客使与臣属的区别。

如果是臣属的关系，皇帝或监国接见他

们的礼仪就不应是“宾礼”，而是朝会等大

型礼仪场合了。这才好解释西《客使图》上

唐朝官员身着平巾帻、袴褶服的现象。

礼仪场合不同，引导的官员身份也应

有所变化，在引导臣属朝见的礼仪活动中，

这类引导官员可能是礼部侍郎、郎中一类的

人物。《旧唐书·职官志》载：“（礼部）

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凡文武官赴朝诣

府，导从各有差”，“主客郎中一员，从五品

上，……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他们

的品秩与画面上的服色也相符。因此，这种

推测可较为恰当地解释西《客使图》的绘画

内容。

那么，西《客使图》的名称也应加以

更改，或称为《蕃臣朝见图》，与东《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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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互相对照，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国家礼仪

活动场面。

我们这里提出的意见，主要还是从《客

使图》画面上的实际描绘出发，细致解析绘

画因素与核对有关唐代文献记载的结果。可

以看出，绘画中的人物衣饰大体上与文献记

载相符，但在细节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

处，并不能毫厘不差的与文献记载一致。这

种现象，可能有画工绘制时的缺失或省略，

也可能当时实际的礼仪制度与文献记载存在

出入。考虑到即使在文献记载中也不能完全

统一，我们似乎应允许绘画中一些细部上的

不足，如钩艓、方心、金玉杂钿等的缺失。

但这些绘画所反映的唐代服制与礼仪状况，

则应予以肯定。

那么，东《客使图》上官员礼服是属于

朝服还是公服的问题也可有一种推测，如果不

是画工绘画时的随意造成部分佩饰缺失或错

误，就可能是由于太子监国的特殊情况。朝服

是在朝见皇帝时才能穿用，公服则是在谒见东

宫及其余公事时穿用的。在太子监国时，只好

采用了对朝服略作简省，又略高于公服的一种

组合形式。如果这种解释可行，也可以说明唐

代礼仪服装与礼仪制度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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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登封方家沟遗址发掘报告》简介

《登封方家沟遗址发掘报告》由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

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发行。本书

为16开本，正文175页，字数约38万字，文

后附彩色图版72页，定价228元。

2014～201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登封方家

沟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本书对遗址

的发掘过程、地层和遗迹、年代、古环境背

景、遗物埋藏情况、遗存空间分布进行了

介绍和分析，在地层划分的基础上介绍了各

层位石制品的发现情况，着重对沟状遗迹

（G1）内的石制品进行描述和初步分析。大

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及相关遗迹的发现，为

完善该地区的文化序列和揭示古人类行为特

点提供了宝贵资料。

（雨  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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